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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报刊对鲁迅逝世的多维呈现
∗

李文健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２０４）

摘　 要： 鲁迅逝世后，《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天津报刊对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进行

了全方位的报道，并组织编辑了系列纪念文章缅怀鲁迅先生的成就和贡献。 这些报道和纪念

文章视角多样，立场也多有不同，从公共意义到个体价值，从中国作家到世界文豪，从现实情感

到精神更新，呈现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鲁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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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由

于距离遥远，天津并没有发起类似上海的万人公祭

大会。 集会性质的纪念活动见诸报端的，只有 １１ 月

１ 日由青玲艺话团、海风诗歌小品社、草原诗歌会等

团体发起的“鲁迅先生纪念会”。 相较于平静的小

规模纪念活动，天津本地以各大报纸为代表的舆论

界，则对此投注了很大的力量。 观察的角度从报道

鲁迅先生的生前身后，到各界的纪念活动，再到组

织编辑系列纪念文章，不仅全面展示了鲁迅的时代

意义和价值，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

接近历史的更大可能和多元认知的框架。

一、身后哀思：公共的和个体的
鲁迅先生逝世后，作为公共舆论的报刊媒体在

第一时间即投入了关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包括

《大公报》《庸报》在内的很多天津报纸，都在显著位

置刊登了鲁迅逝世的讣告。 《大公报》以间隔仅几

小时的发自上海的两篇消息，迅速报道了鲁迅逝世

前后的简况和治丧情况。 《大公报》在发自 １９ 日晚

８ 时的专电中，引述许广平的话向读者展示了鲁迅

生前的最后时光，“据鲁迅妻许广平女士谈，鲁病肺

很久，经调养渐愈，本拟赴日本休养，因遵医嘱留

沪，月初健康大复，已照常写作看书访友，国庆日曾

往影院观《复仇艳遇》影片，十七日午后往内山书店

访内山，归来受风寒，当夜失眠。 十八日晨寒热大

作，咳嗽亦烈，先延日医须藤诊治。 十八日午后更

由福民医院松井等会诊，即注酸素，迄鲜效果。 十

九日晨四时仅呼‘要茶’，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时仅

伊及鲁迅之弟周建人暨日籍看护等三人在侧” ［１］。
２０ 日零时的第二则专电中对治丧情况作了简要介

绍：“由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内山完造、史
沫德等组治丧委员会。 治丧处由黄源、胡愈之负

责，定二十日展九时起，至二十一日午后二时止，为
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二十一日午后三时大硷，二十

二日展十时运万国公墓安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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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报》在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讣告中称鲁迅先生的

离世为“国际文坛陨一巨星”。 在对其生平事迹的

简要介绍中，《庸报》肯定了鲁迅在文学界和思想界

的领袖地位， 称其为 “五四时代青年思想之权

威” ［２］。 《益世报》则冠以“当代第一流文豪”，除了

发布遗照、遗嘱，还刊登了主治医生的诊断报告，详
细描述了鲁迅从发病到死亡的诊疗情形。［３］

对鲁迅的葬礼，《益世报》更是以航空通讯的形

式报道了全部过程，笔调哀伤。 “（２２ 日）时光在凄

凉的气氛中消逝，一点五十分开始举行盖棺仪式”，
许广平“扶着孩子海婴饮泣”，“闻者莫不心酸”。
“二时出殡”，由胡风、巴金等扶灵，“送丧的人足足

有八千多人”，“多是年轻的男女学子与工人”，沿途

“送丧者都高唱挽歌，又悲惨又雄壮”。 到达虹桥路

万国公墓后，在公墓纪念堂前又进行了最后的葬

仪，蔡元培、宋庆龄等发表了演说，最后覆盖着“民
族魂”旗的灵柩在众人的注视礼中下葬。［４］

《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主流报刊对鲁迅

身后事的具体报道，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在中国社

会，特别是文化知识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重

大的突发新闻事件，天津报刊对于鲁迅逝世的关注

亦是新闻规律使然。 尽管在记者的报道文字中，哀
伤、崇敬的情感认知随处可见，但事无巨细地描述

恐怕同样也是满足远离事件现场读者的一种新闻

方式。 甚至实事求是地说，对于部分读者而言，报
道中的新奇感可能要远大于鲁迅离世带来的所谓

感情冲击。 作家王余杞对此有过辛辣的讽刺：那些

“只有上班签到，抽烟喝茶，‘今天天气哈哈哈’，摇
头吟味报屁股”，甚至误认鲁迅为外国人的“充满了

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人，“任何的文艺工作者向来

不曾引起他们注意过。 如果注意了，那便是：‘每不

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则有之’”罢了。［５］ 以此可以推

断，很多报纸的普通读者期待看到众多名流参与的

规模宏大的追悼活动和葬礼，除了如鲁迅文《药》中
“簇成一个半圆”“脖项都伸得很长”般地“好奇”和
“观赏”，大概也别无其他了。 这恐怕才是知识青年

所感最为悲愤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报界对鲁迅身后事的关注并没

有全部放在堆砌哀荣之上，《益世报》的另一份副刊

《别墅》刊出了一篇《鲁迅夫人访问记》，详细记录了

记者对鲁迅北京原居所的探访。 此处的“鲁迅夫

人”是鲁迅的原配朱安。 文中对朱安的刻画极其细

致：“鲁迅的夫人，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眼睛里流

露着极其哀伤的神态，看年纪也有半百开外了，她
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青裤，白鞋白袜白带裹着腿，
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 ［６］。 在谈及鲁

迅的逝世时，朱安的语音“变得非常低微，低微得使

人听不见。 至于后事，尚还没有什么打算，因为那

里有他的家眷主持一切”。 因朱安悲伤不能自已，
记者只能中断了对她的采访，“恰巧鲁迅先生的二

弟苦雨斋主周作人先生也在这里，笔者便向他去探

寻一切”。 周作人在采访中，对鲁迅亦有自己的评

价，“他近数年来努力于旧的文学方面上的工作，其
余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事情。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
个人的见解是非常深的，对于一切的事，仿佛都感

到很悲观。 ……他的个性是倔强得很，而且多疑。
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对自己是否有不利的

地方。” ［７］

记者访问的朱安和周作人，可称作是鲁迅的至

亲。 然而众所周知，朱安和鲁迅之间基本没有夫妻

感情，甚至鲁迅只把朱安看作母亲送给自己的“一
件礼物”。 旧式婚姻的痛苦给鲁、朱二人均带来了

莫大的伤害，特别是目不识丁只能依靠丈夫供养的

小脚女人朱安，其苦闷甚至悲凉显然是难以言表

的。 在记者的记述中，瘦小的身躯、“低微的语调”
以及谈话中暗有所指的在上海主持一切的“家眷”，
似乎更加增添了朱安作为旧式婚姻殉葬者的悲情。
而鲁迅和二弟作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也曾备受关

注。 尽管，周作人对于鲁迅在文学和思想上的成就

亦表示认同，但对于兄长所谓“多疑”的性格实际上

却不无微词。 通过这篇报道，尚无法准确判断作者

的实际意图，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还是

不免让人心生疑惑。 而报纸副刊的编者把这篇文

章放到了《益世报》的综合性游艺副刊中，与各种电

影介绍、名伶演出预告并列，其迎合都市一般读者

的消费性倾向则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如果后来的研究者只把这些纷纭复杂的

身后事看作报人的“促销手段”，显然是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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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研究中，尽管很多前辈的研究者试图从多

个面向终结意识形态和政治统领的研究方法，但鲁

迅研究的符号化倾向依然存在。 在革命伟人和文

化巨人的绝对权威之下，以朱安为代表的失语者都

“自然而然”地被湮灭了。 这些选择性遗忘，对于研

究本身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更不利于把鲁迅研究

引向深入。 正是通过《鲁迅夫人访问记》看似无关

宏大叙事的微末记载，我们才有机会透过另外一个

视角审视鲁迅逝世在其他层面的意涵，如同朱安自

己所言，她也是鲁迅“遗产”的一部分。 因此，对此

类个体化的遗产做出符合历史情境和当代关怀的

解读，有益于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和视角回归历

史并全面还原鲁迅，这恐怕也是研究者们需要深入

思考的问题。

二、一代文豪：中国的和世界的

如果说，对鲁迅丧葬情况的详细记录多半是出

于报人“有闻必录”的职业敏感，那么其后诸多纪念

文章的发布则颇有盖棺定论的意味。 尽管在各报

的讣告中也有对于鲁迅生平的简要介绍和评价，但
这些片段式的文字与完整意义上的鲁迅形象相去

甚远。 鉴于鲁迅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各报

均以各种副刊和专页为载体，发表了大量纪念和评

论文章。 《大公报》副刊《文艺》和《益世报》副刊

《语林》还特别出版专号加以纪念。 这些文章中，既
有文坛宿将的评价和缅怀，也有彷徨中的知识青年

的认知和追思，甚至还翻译了一些东西方外国友人

的纪念文字。 通过这些纪念文章，我们一方面可以

深刻认识鲁迅先生在那段历史中留下的身影和时

代意义，另一方面，同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作

者对鲁迅的评说，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意涵宽广的

多维“合成”影像。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

此，对于他的纪念首先就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和

缅怀。 魏东明在纪念文章中，直言鲁迅的历史实质

上就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 这种评价应

当说是十分中肯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的文字向来被视为新文学进步的标识。 在谈

到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
魏东明对其开创性的贡献充满敬意，“这篇小说在

现在看来还是成熟老辣，充满了反抗的呐喊的，
……它在当时影响之大，震动读者之甚，想象起来

是使我们兴奋的”。 鲁迅早期的其他作品，如《药》
《孔乙己》 《阿 Ｑ 正传》也被作者视为“新文学运动

初期运动史中光辉的几页，是最宝贵的收获也是文

坛上不朽的作品”。 对于小说的思想内涵，魏东明

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正反映

着那个时期的反封建的精神，是五四前后的时代精

神凝固在文艺方面的结晶”。 在魏文看来，鲁迅的

另外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发
挥过极大的直接作用的”，“用锋利泼辣的文字写出

的短小精悍的杂感文”，“这些杂感都是时代的纪念

碑，我们可以从这些里看到五四及三一八的血迹”。
鲁迅南下之后，在同创造社的论战和对帮闲文人的

批判中，“由群众的朋友，进为群众的兄弟”，并“支
持了翻译方法的论争，播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坚实

的种子”。 魏文把和青年一起工作、支持青年的文

学创作，也同样视作鲁迅在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
田军和萧红等“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往往是经过

鲁迅先生的手介绍给读者的”。［８］

魏东明的纪念文章，从新文学创作、文艺思想

和提携后进等几个方面，对鲁迅在文学领域的贡献

进行了全面评价，文中充满了赞美和景仰，这代表

了那个时代众多文人、知识分子对鲁迅的一般认知

和理解。 尽管后期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也曾攻击鲁

迅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中国的堂吉诃德”，但
这种近似于人身攻击的所谓批判，实在不能对孤军

奋战的鲁迅造成实质上的威胁。 相反，鲁迅在论战

中表现出的从容和理性，以及“革命是并非教人死

而是教人活的”深刻认识，则生动地观照出了创造

社的左倾幼稚病。 很快，随着以鲁迅为旗手的“左
联”的成立，青年作家们重又聚集在鲁迅周围，开启

了有组织的革命文学运动。
当然，魏东明对引领者的歌颂也许并不能代表

整个中国文艺界的评价和认识，那么一直对左翼文

学颇多批评的新月社文人叶公超的言说，其立论和

评价则可能更有意义。 叶公超认为，鲁迅在三个方

面有其特殊的贡献。 第一，在小说史方面，“我觉得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闲钞，不但在当时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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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

书”。 第二，是鲁迅的小说，《阿 Ｑ 正传》《伤逝》《社
戏》都是叶公超所推崇的。 尽管叶氏对于鲁迅的小

说有创作方式上的批评，但看到“鲁迅死后不到三

日，北平各书店□已没有他的书了”的状况一定也

使其颇感意外，因此计划“在将来把他的小说全部

仔细地读读，以补充或纠正现在的印象”。 第三，是
鲁迅运用文字的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

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

性的亲切的色彩”。［９］ 叶公超对鲁迅的政治立场和

创作思想显然不能认同，因而他把自己总结的鲁迅

形象称为“非战士的”，以区别于左翼作家眼中的所

谓革命导师形象。
另外一位和鲁迅有过交锋的新月社成员梁实

秋，比之“小心翼翼”的叶公超，则直接和坦率得多。
他直言赞同钱玄同关于鲁迅“多疑” “轻信”和“迁
怒”的评价，尽管曾受到鲁迅“不断的攻击”，“不过

在当时自称左翼作家的一群人中，我还是比较的最

佩服鲁迅先生”。 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梁实秋也

不乏赞美之词：“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

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

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上之

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１０］

叶公超和梁实秋都曾和鲁迅有过论战，可见在

文学创作以及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上是有很大不同

的。 但对于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叶梁二人非但没

有贬低，相反却赞颂有加，这也足以证明鲁迅作品

在文学上的魅力。 关于鲁迅先生在晚年的所谓“转
变”，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大公报》的一篇悼

词，指鲁迅“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
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而是“用很大的精

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

耗了”。［９］尽管对于所谓作家“浪费生命”深感悼惜，
但当读到鲁迅等左翼作家与周瘦鹃、包天笑等“星
期六派文人”联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

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其中为救国难尽弃前嫌的“国
民立场”，亦着实令梁实秋感到“足以表示鲁迅先生

的伟大”，并“值得所有的人的称赞”。［１０］ 从这个细

节来看，虽然以叶、梁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和鲁迅

在文学思想上有相当大的差别，但由日渐沉重的民

族危难而引起的焦虑感和责任感，对那个时代的多

数知识分子而言则是毫无差别的，这可能也是鲁迅

和原本创作立场不同的时代作家们之间最大的

交集。
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丰富遗产不仅属于中国，

也是属于世界的。 讣告中屡次出现的“世界一流文

豪”实非谖言，鲁迅的逝世确为世界文坛的一大损

失，这从诸多国际友人或研究者的谈话和纪念文章

中可见一斑。 曾把《故乡》等作品介绍给日本读者

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佐藤春夫，在得到鲁

迅逝世的消息后痛心非常。 他认为鲁迅“虽受有近

代西洋文明之感化，但绝无违背东亚人之精神”，在
文学上实堪为“现代第一流之作家，在日本尚瞧不

到能与鲁迅对抗之人物”，甚至预言“从此以后日本

文学亦将受其影响” ［１１］。
另一位日本学者改造社创始人、社长山本实彦

因和鲁迅有过长期的交往，对于鲁迅的认识则更加

深刻。 他认为鲁迅在权力上是地位“超然的”，而文

学风格则是“罕有的”，“鲁迅氏的存在，比较高尔基

的存在，尤其清高”，并且 “和萧伯纳是大异其趣

的”。 这种罕有的不同于同时代世界文豪的风格，
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生活的中国社会的不同，“他
生在不舒适的中国，又度着不舒适的生活，而处之

怡然，向自己的信仰途中迈进，委实是令人敬佩

的” ［１２］。 山本实彦对鲁迅文学成就的推崇，最终促

成了第一部“鲁迅全集”，即七卷本《大鲁迅全集》在
日本的出版。 这部日文版《大鲁迅全集》甚至比中

国国内最早的由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还早

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山本实彦对于鲁迅文学的国

际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方的文人学者中同样不乏鲁迅的推崇者，他

们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亦有很高的评价。 为此《大
公报》副刊《文艺》还推出了“英美人怎样论鲁迅”专
页予以选录。 以报告文学集《红星照耀中国》闻名

西方世界的斯诺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可
以比拟于“苏联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
曼罗兰、巴比塞，今日的 Ａ 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

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作家”，自开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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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的基础始，“他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

导，直到逝世” ［１３］。 曾任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

的谢迪克（Ｈ． Ｅ． Ｓｈａｄｉｃｋ）在纪念文章中细数了《阿
Ｑ 正传》 《故乡》 《祝福》 《在酒楼上》等作品在创作

上的特点，并盛赞鲁迅过人的“写作才力”。 诚然鲁

迅作品中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是深刻甚至是狠辣的，
然而谢迪克敏锐地意识到，“虽然他有坚强的意志，
要勇敢而暴力地扫除一切空虚和虚伪，一切阻碍民

族复兴的恶势力”，但在意志的背后却是他“对于人

类的热爱”，这种“明晰的现代眼光与传统的信仰的

冲突似乎大大地把鲁迅的心困恼着，而这也是他的

彷徨之所由来” ［１４］。 谢迪克的这种认识是十分精到

的，在看似尖锐笔刃“刀刀见血”的刻画之下实际正

是鲁迅作为“医者”的仁心。
从鲁迅逝世后编辑的一系列纪念文章看，《大

公报》《益世报》等天津报刊对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

上的地位是十分肯定，甚至是推崇的。 不过，报纸

在选录纪念文章时，并未将那些在创作理念上与鲁

迅格格不入的文人排除在外，事实上百喙如一的赞

美之声则更加突出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领域的卓

越贡献。 而对国际上鲁迅研究者和支持者意见的

引介，则进一步把鲁迅引领中国文学的民族作家形

象深化为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代文豪。 因此，在报人

的视角中，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颇有些

世界主义色彩的认知，实际却在旁观必审中超越了

简单的政治论争和笔墨官司，而最终成为人们共同

缅怀鲁迅、继承鲁迅文学遗产的集体性体验。

三、情感诉求：现实的和精神的

社会名流们的琤琮之声当然更能凸显鲁迅的

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但其中的卓尔不群却多少拉

开了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少了些同音共律的一

般情感。 这种“被神化”的观感实与纪念活动中数

以千计的青年和群众的自发哀悼大相径庭———青

年们更愿视鲁迅为导师和同志，而不是顶礼膜拜的

所谓“先知”。 这从为鲁迅逝世而谱写的挽歌中可

见一斑：

你底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中国人的脸

你底声音是晨钟

撞醒了奴隶们争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你从不会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上新中国的前头

呵，导师

呵，同志

你死了在很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去

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没有死去

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安息吧

呵，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底墓前

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底志愿［１５］

以上所引挽歌中的哀伤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这
可能比之盖棺定论式的名家述评更能打动普通读

者。 因此，导师加同志式的情感诉求在报刊的纪念

文字中所占比例也很大。 这些文字一方面代表了

普通知识青年对鲁迅突然离世的震惊、不舍和缅

怀，另一方面也同时表达了他们追随“鲁迅道路”的
精神和信念。 此类文章部分刊登于综合性副刊和

游艺副刊之中，其实也可以视为满足普通读者阅读

旨趣的一种编辑方法。
实际上这些文学青年或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多

和鲁迅并无生活中的交往，但在现实情感上却对鲁

迅之死黯然神伤，甚至悲不自胜。 一些人记述了自

己得到鲁迅逝世消息后的情状，“我在得到他逝世

消息后的晚上，（即是十九日的夜间）除了报馆，遇
到几个青年朋友，我首先报告他们这不幸的消息，
他们都始而惊愕，继则黯然” ［１６］。 在创作上曾深受

鲁迅影响的诗人王亚平也在文章中回忆到，当看到

鲁迅讣告时，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一由难过的情绪

支配了我，使我坐立不安”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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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逝世的切肤之痛有来自作为文坛后辈

对前辈导师艺术滋养的感佩，这在诸多纪念文章中

都有清楚的表示。 而对很多视鲁迅为国家脊梁和

社会明灯的广大青年而言，“在国难达到了最严重

的关头，民族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使我们的心神极

度紧张的时候”，突然失去“不屈不挠的革命的伟大

的导师”之焦虑感，正是造成“惊愕” “黯然” “坐立

不安”的深层原因。 如周学普所言，作为中国革命

中“前进的典型的战士”，“他的伟大的革命的基础

是明澈的现实主义，不妥协性，强劲的战斗精神和

对于被迫压的民族的深深的热情”，因此“在争斗中

失了如此希（稀）有的导师，这给了我们的惊愕和悲

痛是非常深刻的” ［１８］。 把鲁迅逝世和国难日深的意

象相联系，从现实情感进而焕发精神更新，这才是

心怀家国前途的青年们纪念鲁迅的真义所在。 也

因此，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少有“把‘怎样怎样伟

大’来颂扬鲁迅先生” ［１６］ 而刻意和社会名流相区

隔，以证自己和那些“每日装模作样，不与凡人讲

话”，即使“和凡人通一个电话，还要板着面孔”的所

谓“绅士派文人”的不同。［１９］ 对于那些“藉死人以炫

耀自己”甚至暗投“冷箭”之人，则给予坚决的回击，
他们相信虽然“鲁迅先生死了，鲁迅先生的伟大功

绩正在日日滋长，鲁迅先生的仇敌是无论如何巧语

花言也掩埋不下的” ［２０］。
关于鲁迅先生留给青年们的精神力量，王亚平

的总结颇具代表性。 他认为鲁迅留下了三个“药
方”。 其一，伟大的人格，“他始终执着一只反抗不

屈的笔，在中国这个混淆黑暗社会里战斗。 他无论

在什么地方，……却始终不屈服。 反而，更向恶势

力冲锋。 他好似一个在黑夜执着火把向前猛进的

战士”。 其二，著述的勤苦，“他不是像某种文人的

烂于写作，也不是想显名牟利”，“他是老老实实，道
道地地的一个顶勤苦的著作者”。 其三，热诚与胆

量，“对于他仇视的环境，人们，是极尽其刻薄，冷酷

的，而在反面（他希望的环境，亲爱的人们）却又是

绝对的真诚，同情”，而“他在军阀下，恶势力下，不
堪言状的危险恐怖环境里，依然矗立不屈，战斗到

底”的精神才是“使我们伟大的希望达到最后的目

的”的最终力量。［１７］

王亚平总结的这三个精神药方可谓洞见阃奥。
实事求是地说，面对时艰国难部分青年人“不紧张

也不兴奋，只是痛哭着悲啼着山路的难行，不是喊

石子碰伤了我的脚了！ 就是嚷荆棘刺烂了我的

腿！” ［２１］，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这三个“药方”
的确有助于苦闷中的青年打破内心的彷徨和彼此

间无谓的论争，起到凝聚情感和集结力量的作用。
因此，青年们缅怀鲁迅先生文学成就的同时，

把关注点延伸到情感和精神层面，从鲁迅精神中寻

找信仰并汲取力量，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实不

可小觑。 在青年们的文章中，鲁迅也完成了从高山

仰止的一代文豪到可亲可敬的精神导师的角色

转换。

四、结语

由于社会名流的参与，特别是公共媒体的广泛

报道，鲁迅逝世很快变为一场意义非凡的全国性公

共事件。 应当看到，《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无论

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纪念文章的编排上，并未将

鲁迅简单地政治化和标签化，而是凸显了鲁迅在文

学史上的历史意义和忠于自身思想的精神价值。
《益世报》在社论中曾特别强调：“思想上的是非曲

直，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的。 对鲁迅先生所代表的

思想，我们赞成与否，一般人赞成与否，另是问

题。” ［２２］报人的这种职业理念最终促成了“多声部

合唱”的结果。 因此，在社会各界均参与发声的舆

论场中，不仅可以发现普通读者对规模宏大的丧葬

活动的关注甚至新奇，也能够看到中外文化界名人

巨叟的赞颂，甚至一些思想上持论不同者的评论。
同时作为追随者的一般知识青年也利用现代媒体

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立场。 当然不同群体对于鲁

迅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但其中对鲁迅形象的多元

认知，实际有利于研究者突破思维定势，更加准确

和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的鲁迅和鲁迅的历史，并回归

到时代背景和现实关怀之中把握“鲁迅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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